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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价值链重构趋势下
中日经贸关系变化及走向

李清如　 鞠佳颖

　 　 摘要: 在地缘局势动荡、 大国竞争加剧、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织等多重因

素叠加下, 东亚价值链正在加速重构, 区域化、 数字化属性增强, 地缘政治和保护主义等

非经济因素渗透至价值链重构进程中。 中日作为东亚两大主要经济体, 经贸往来密切, 尽

管经历一些起伏波动, 但一直保持着高度的价值链关联; 中日价值链结构具有较强的互补

性, 且呈现出服务化的特征; 中日均深度融入东亚区域价值链, 中国逐渐成为区域价值链

的中心。 未来中日互为重要经贸伙伴的定位不会改变, 新业态的发展将为中日合作开辟新

路径, 双方依托区域供应链进行合作的空间也将不断拓展; 中日双边经贸关系易受政治因

素和区域外因素扰动, 产业链垂直合作向产业链主导权竞争演变, 会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

风险。 伴随 “特朗普 2. 0 时代” 的到来, 中日两国均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 双方

需搭建多层次沟通和合作渠道, 以维护区域产业链安全稳定, 共同应对外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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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是全球生产网络最活跃的地区, 东亚价值链的演变是全球价值链演变的缩影。 中日作为

东亚最主要的两大经济体, 东亚价值链重构深刻影响着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 相应地, 中日关系

的走向也是推动东亚价值链重构的重要动因。 当前, 随着经济关系泛安全化、 泛政治化趋势增

强, 以比较优势、 成本驱动为基础的东亚传统产业链合作面临挑战, 影响中日经贸关系的要素发

生明显改变, 因此需将其置于全球和区域价值链格局下进行探讨。 本研究以东亚价值链重构为背

景, 对新形势下中日经贸关系的变化趋势及未来走向进行分析, 以期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
引导中日经贸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 优化区域供应链布局, 同时增强我国对外战略的自主性, 化

解外部不确定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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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东亚价值链重构的新特征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随着国际分工的持续深化, 以效率为导向的跨国公司将传统的产业布

局进行分割细化, 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环节和资源, 推动着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不断扩张。①

各国依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嵌入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和工序, 从而获取经济收益和价值分配。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暴露出经济全球化的脆弱性, 全球价值链进入深度调整期。② 以美国为代

表的发达国家为重振制造业,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制造业回流, 引导跨国公司调整产业链

布局、 进行价值链重塑。③ 2017 年特朗普上台后, 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 民粹主义日益抬头,
各国间贸易摩擦更加频繁, 加速全球价值链转向收缩。④ 进入 2020 年之后, 新冠疫情、 俄乌冲

突等地缘局势动荡对全球范围内的生产、 需求、 贸易均造成巨大冲击, 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供应链

的严峻形势, 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 世界主要大国内部经济结构不断调整, 国际分工体系日益

失衡, 东亚价值链作为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组成部分, 也呈现出新的特征。⑤

(一) 区域化属性明显增强

随着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亚生产网络逐步完善, 生产要素在区域内流动更加顺畅, 东亚区域

内产业链循环和联系不断增强, 推动价值链朝区域化方向发展。⑥ 一方面, 作为全球三大制造业

中心之一, 东亚地区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 产业梯度间的有序衔接以及

高度协同的产业集群等优势,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日益处于更加核心的位置。 全球价值链重构下的

世界增加值贸易网络重心逐步向东亚地区转移, 东亚区域价值链的影响力有所提升。⑦ 另一方

面,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区域集中的状况和特征, 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与区域

内市场网络联系越来越紧密。⑧ 来源于东亚地区内部的增加值部分呈现出明显增长趋势, 说明东

亚各经济体更倾向于加强产业在区域内的布局, 对本地区价值链的依赖度越来越高。
 

⑨这一点从

东亚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增长中也可以体现出来, 如 2014—2024 年, 中国对日本、 韩国和东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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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总额由 10
 

833. 2 亿美元增长至 16
 

186. 9 亿美元, 增长接近 50%。① 中国连续多年均为日本、
韩国和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 东盟则在 2020—2024 年连续五年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②

即使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老挝、 柬埔寨等后入盟国家, 也通过融入区域贸易网络, 获得了

较快发展。③

同时, 各类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也在客观上加速了东亚价值链的区域布局。 特别是, 《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的生效, 进一步凸显了东亚区域内价值链中高端国家相对于

区域外国家的区位优势与替代关系。④ 通过关税减让、 投资准入、 相互开放市场、 消除要素和商

品流动壁垒等措施, 有利于成员国在纺织、 家具、 电子产品、 汽车、 光伏等优势产业链中发挥比

较优势, 为区域内的价值链分工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推动部分成员国之外的贸易向成员国之

间转移。⑤ 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测算结果, 到 2030 年, RCEP 有望带动成员国出口

净增加 5190 亿美元, 即使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情况下, RCEP 也将为中日韩三国带来

4390 亿美元的出口增长, 占 RCEP 成员国出口增长的 89%。⑥ 此外, RCEP 还允许在确定货物是

否适用 RCEP 关税优惠时, 将来自 RCEP 任何缔约方的价值成分都考虑在内, 实行原产成分累积

规则。⑦ 区域累积规则将扩大 RCEP 成员国之间进出口贸易中低关税与零关税产品的受惠范围,
推进成员国之间产业合理配置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为区域价值链重构提供更为有利的环境。

(二) 数字化转型趋势加快

当前, 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价值链布局。
一方面, 新冠疫情和地缘冲突带来的供应链混乱乃至断裂, 使各国更加深刻地意识到, 数字化不

仅将在产业链供应链变革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甚至会成为供应链韧性的关键支撑, 因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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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均在大力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 中国、 日本、 韩国纷纷出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设计,①

东盟则将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相关产业作为吸引外国投资的主要领域。② 另一方面, 第五代

移动通信技术 (5G)、 大数据、 工业互联网、 云计算、 物联网、 增强现实 (AR) 技术、 区块链、
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 催生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 以数字服务和数字交付为特征的贸易模

式, 成为价值链重塑的关键因素。③

在此背景下, 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东亚经济体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数字化已成为东亚区域价值

链演变的重要趋势。 根据 《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 2025 年度报告》: 2023 年,
在全球数字化交付服务出口排名前十的经济体中, 中国位列第六; 在全球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口排

名前十的经济体中, 中国、 新加坡和日本分别位列第七、 第八和第九。 2025 年, 东盟轮值主席

国马来西亚表示, 力争在 2025 年内完成 《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 (DEFA) 的谈判, 为区域数

字技术一体化铺平道路。④ 东亚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商品制造模式与生产组织方式变

革, 催生众多的新产业和新业态。⑤ 这不仅促进了生产和服务体系的智能化升级, 还极大地拓展

了贸易的边界和范围, 从而引发产业链各环节附加值发生变化并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推动区域价

值链加速向数字化、 智能化延伸。
(三) 非经济因素深度渗透

虽然区域生产网络的发展和数字化转型为东亚价值链的演变与升级创造了条件, 但近年来,
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地缘政治形势持续紧张, 经济全球化遭受逆流, 美西方国家借机

推行对华 “脱钩断链”, 将国际经贸问题政治化、 工具化, 对全球经济贸易和供应链产业链造成

多重负面影响。 东亚产业链作为全球产业链最活跃的部分, 区域内主要经济体之间、 各经济体与

区域外大国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联系。 地缘政治、 保护主义等非经济因素深度渗透至东亚区域价

值链的重构进程中, 各国在供应链布局中开始由效率优先转向更加重视安全, 产业链调整的底层

逻辑发生明显变化。
这些因素对价值链布局产生长期性和持续性影响, 跨国企业由于长远预期的改变而对全球价

值链布局做出重新考量。⑥ 东亚区域价值链调整既有美国施压下日韩配合、 东南亚国家面临选边

站队压力等因素影响, 又有日韩主动设置安全议题, 通过立法和补贴等多重手段, 推动制造业

“回流” 本土或分散至东南亚和南亚等地的影响。 因此, 与以往相比, 此轮东亚产业链重构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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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逻辑已经发生改变, 不再仅是以效率优先、 成本驱动的单纯经济问题, 而应将其置于全球政治

和经济变局下进行考虑。 从这一角度出发, 打造一个可靠、 可信赖的区域供应链圈, 对确保东亚

地区产业链的安全稳定和持续发展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①

二、 东亚价值链重构下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变化

　 　 在东亚价值链格局重构的过程中, 作为东亚最主要经济体的中日两国在贸易、 投资、 区域经

济合作等领域的经贸关系也会随之演化。 从时间趋势来看,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之后, 对外贸

易迅速增长, 叠加这一时期全球生产网络加速扩张, 中日经贸关系迎来腾飞发展期。 2007 年,
中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对象国, 并一直保持至今。②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发达国家

出现一些逆全球化的现象, 如美国奥巴马政府 2009 年出台的 《美国制造业振兴框架》, 以 “再

工业化” 作为主线, 促进制造业尤其是资本密集型和高科技产业回流本土。③ 不过, 这一时期,
由于加工贸易带动东亚区域价值链仍在扩张, 中日双边贸易不断攀升, 日本对华投资也迎来高峰

期。 2012 年后, 受中日经济实力逆转、 政治关系趋于紧张等因素影响, 中日双边贸易、 日本对

华投资均出现徘徊和波动。④ 2017 年, 特朗普上台执政后, 开始推行 “美国优先” 主义, 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 全球化遭遇危机, 区域价值链进入调整期, 中日经贸关系也受到深度影响, 这一

趋势一直延续至今。 基于此, 本部分拟对 2007 年以来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变化进行分析, 并重

点关注 2017 年以后的演化趋势。
(一) 中日保持较高的价值链关联, 中国作为需求市场的作用凸显

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细化, 一些经济关联并不单纯地反映在双方直接的贸易或者投资流量

中。 例如, A 国一家企业在 B 国设厂, 从 A 国进口中间品至 B 国生产, 并出口至 C 国, 那么在

BC 的双边贸易中, 就会隐含着来自 A 国的中间品增加值。 美国苹果公司、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多

都是采取这种方式。 就中日而言, 一开始日本制造商在中国投资建厂, 主要是从日本进口中间品

在中国进行加工组装并出口至美欧等地。 此后, 随着中国消费市场的扩大, 一部分在中国投资的

日资企业专注于中国市场, 形成当地生产、 当地销售的模式。 因此, 无论哪种模式, 中日之间都

有可能在直接贸易流量之外, 通过增加值的流转建立起价值链关联。 鉴于此, 本文基于价值链视

角, 从中间品和增加值两个方面来分析中日经贸关联的情况。
从中间品贸易角度来看, 一国对另一国的出口 (或一国自另一国的进口) 可以分解为中间

品出口 (或进口) 和最终品出口 (或进口)。 最终品主要用于最终消费, 而中间品既可以再生产

加工为最终品用于本地消费, 也可以再生产加工为中间品或者最终品再次出口。 中间品的多次流

转就形成了价值链。
从图 1 中, 我们可以看到中日贸易模式的演化特点。 首先, 中间品在日本对中国出口总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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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张蕴岭: 《对新形势下东亚之变的思考》, 《东亚评论》 2022 年第 1 期。
余淼杰、 路玮孝: 《中日贸易合作的回顾与展望》, 《日本研究》 2024 年第 3 期; 《中国同日本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https: / / www. fmprc. gov. cn / web / gjhdq_ 676201 / gj_ 676203 / yz_ 676205 / 1206_ 676836 / sbgx_
676840 / , 访问日期: 2025 年 4 月 11 日。

杨盼盼: 《从数据看美国制造业回流》, 《中国外汇》 2020 年第 12 期。
张季风: 《中日经贸关系 50 年: 变迁与前瞻》, 《日本学刊》 2022 年第 4 期。



图 1　 中日中间品贸易情况①

的比重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2007—2016 年期间, 尽管波动比较大, 但总体保持在 65%以上;
2017 年以后则出现上升的趋势, 2020—2023 年达到 70%以上, 最高的年份接近 75%。 这说明,
日本对中国的出口是以中间品为主, 这些中间品在中国进行加工再生产用于消费或者出口。 其

次, 中间品在中国对日本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基本保持在 35% ~ 45% (2022 年最高时达到 47%左

右), 且近年来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以最终消费品为主, 日本

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处于中国的相对上游; 另一方面说明中国中间品出口也在增加, 中国在价值链

中的位置有所上升。 最后, 日本对中国出口中间品占日本对世界出口中间品总量的比重较高, 尤

其是 2018 年以后达到 25%以上, 2021 年最高时接近 33%。 这说明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无论是用

于消费还是生产加工再出口, 中国都是吸收日本中间品的主要市场。 并且, 这一比例高于按传统

贸易统计的份额, 说明中日之间是更加复杂的价值链关联。② 同时也应看到, 2022 年以后中国

在日本出口中间品中的比重有所下降, 反映出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等因素确实对中日经贸关系产

生一定冲击。
从增加值角度来看, 在经典的价值链分解模型中, 一国出口可以分解为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

加值 (DVA)、 返回并被本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 ( RDV)、 国外增加值 ( FVA)、 重复计算部分

(PDC)。③ 在此基础上, 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增加值可以分解为国内生产活动的增加值 ( V_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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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数据来源: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Tables,” https: / / www. adb. org / what-we-
do / data / regional-input-output-tables。

2014—2023 年, 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在日本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最高时为 22. 0% (2020 年), 最低时为

17. 5% (2015 年)。 参见 UN
 

Comtrade
 

Database, https: / / comtradeplus. un. org / , 访问日期: 2025 年 4 月 10 日。
Robert

 

Koopman,
 

Zhi
 

Wang,
 

Shang-Jin
 

Wei, “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
 

No. 2 (2014): 459-494; 王直、 魏尚进、 祝坤福: 《总贸易核算法: 官方贸易统计

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 《中国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9 期。



最终产品贸易中的增加值 (V_ RT)、 全球价值链活动中的增加值 (V_ GVC),① 即:

根据上述方法, 在探寻两国价值链关联时, 不仅要考虑一国作为另一国增加值外部供给来源

的相互关联, 也要考虑一国作为另一国增加值外部需求来源的相互关联, 反之亦然。② 因此, 以

VAEXCJ 代表中国作为外部供给来源向日本输出的增加值, 其等于日本吸收的来自中国的增加值,
即 VAIMJC; VAEXJC 代表日本作为外部供给来源向中国输出的增加值, 其等于中国吸收的来自日

本的增加值, 即 VAIMCJ。 同时, 以 VAEXC 代表中国作为外部供给来源输出的全部增加值,
VAEXJ 代表日本作为外部供给来源输出的全部增加值, VAIMC 代表中国作为需求来源吸收的全

部外部增加值, VAIMJ 代表日本作为需求来源吸收的全部外部增加值。
以此为基础, 定义 GVC_ 1 = VAEXCJ / VAEXC, 即中国对日本输出的增加值占中国输出的全部

增加值的比重; GVC_ 2 = VAIMCJ / VAIMC, 即中国吸收的来自日本的增加值占中国吸收的全部外

部增加值的比重; GVC_ 3 = VAEXJC / VAEXJ, 即日本对中国输出的增加值占日本输出的全部增加

值的比重; GVC_ 4 = VAIMJC / VAIMJ, 即日本吸收的来自中国的增加值占日本吸收的全部外部增

加值的比重。 可见, GVC_ 1 和 GVC_ 4 反映的是中国作为供给来源和日本作为需求市场所产生的

价值链关联, 其中 GVC_ 1 侧重对日本需求市场的依赖, GVC_ 4 侧重对中国供给来源的依赖;
GVC_ 2 和 GVC_ 3 反映的是日本作为供给来源和中国作为需求市场所产生的价值链关联, 其中

GVC_ 2 侧重对日本供给来源的依赖, GVC_ 3 侧重对中国需求市场的依赖。
由表 1 可知: 首先, 从中国作为供给来源和日本作为需求市场所产生的价值链关联来看, 中

国对日本作为需求市场的依赖逐渐下降 (GVC_ 1), 说明中国对外输出增加值的吸收方更加多元

化, 日本仅是吸收中国增加值的主要市场之一。 日本吸收的中国增加值占日本吸收的全部外部增

加值的比重在 2014 年之后基本保持在 20%左右的水平 ( GVC_ 4), 说明中国是日本外部增加值

的一个重要来源, 这些增加值既有可能蕴含在直接出口的最终品和用于进口方最终消费的中间品

中, 也可能经过中间品多次流转, 间接被进口方吸收。

表 1　 中日价值链关联情况③
(单位:%)

年份 GVC_ 1 GVC_ 2 GVC_ 3 GVC_ 4

2007 8. 3
 

12. 1
 

11. 5
 

15. 7
 

2010 7. 5
 

11. 1
 

15. 8
 

17. 5
 

2015 6. 7
 

7. 4
 

15. 5
 

21. 0
 

2020 6. 5
 

8. 9
 

25. 2
 

2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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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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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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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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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Global
 

Business
 

Cycles,” (NBER
 

Working
 

Paper
 

23222,
 

2017),
 

p. 5.
李月、 许宁宁、 曹晋丽: 《经济制裁对两岸价值链关联的影响研究》, 《国际贸易》 2024 年第 5 期。
数据来源: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 (ADB) 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 (MRIO) 计算。 本文所采用的 ADB

 

MRIO
数据为 2024 年 9 月更新版本。 限于篇幅, 表中未列出全部年份。



其次, 从日本作为供给来源和中国作为需求市场所产生的价值链关联来看, 中国对日本作为

增加值供给来源的依赖也在逐渐下降 (GVC_ 2), 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吸收外部增加值的来源更加

多元化, 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华投资的一些日资企业逐渐融入中国内循环, 在中国市场创造本地增

加值。 同时, 中国吸收的日本增加值占日本对外输出的全部增加值的比重在 2018 年以后出现明

显上升 (GVC_ 3), 2020 年和 2021 年达到 25%以上, 其余年份也在 20%以上。 这说明中国作为

增加值需求方, 也就是消费市场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特别是在重大外部冲击下, 如地缘局势冲

突、 全球供应链振荡等, 日本对中国需求市场的依赖将会更强。
最后, 中日之间保持着高度的价值链关联, 在东亚区域内是关联度最强的组合。 以 2023 年为

例, 将表 1 中 4 个指标相加的结果是 51. 5%, 我们以此作为价值链关联强度的总体衡量, 既反映出

双方作为供给来源的相互依赖, 又反映出双方作为需求市场的相互依赖。① 按照这一衡量指标, 中

美之间为 59. 6%、 中韩之间为 47. 5%、 中德之间为 28. 0%、 中越之间为 43. 3%、 中印之间为

26. 8%, 东亚区域内其他组合则更低; 日美之间为 49. 7%、 日韩之间为 19. 3%、 日德之间为

10. 6%、 日越之间为 15. 9%、 日印之间为 9. 7%。② 可见, 除中美由于双方均为超大市场规模而产

生较强的关联之外, 中日之间整体价值链关联度均高于与其他经贸伙伴之间的价值链关联度。
(二) 中日价值链结构互补性较强, 且呈现出服务化趋势

如前述分析, 在一国对另一国的出口中, 既包含来自本国的增加值, 即 DVA 和 RDV, 也有

使用进口中间品所包含的来自外国的增加值, 即 FVA。 其中, 本国增加值反映的是由本国创造

的经济价值, 包括劳动力、 资本、 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贡献, 而本国增加值的产业结构就反映出一

国在产业链中的分工和地位。 参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对产业技术密集度的划分③,
并借鉴研究中对所使用数据库的行业对应④, 本文将 ADB 数据库中 14 个制造业分为低技术制造

业、 中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其中, 低技术制造业包括食品、 饮料和烟草, 纺织及其制

品, 皮革、 毛皮和鞋类, 木材及其制品, 纸浆、 纸张和印刷出版等; 中技术制造业包括石油加工

及炼焦业, 橡胶和塑料, 非金属矿物制品, 金属及金属制品等; 高技术制造业包括化学及化学制

品, 机械及其他制造业, 电子和光学设备, 运输设备等。⑤

由表 2 可知: 首先, 从总体来看, 中国对日本出口的低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重要高于日本对

中国出口的低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重, 而中国对日本出口的中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均

低于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同类行业增加值比重。 特别是在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中, 低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比重非常低, 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在 2015 年以后基本保持在 80%左右的水平。 这说明,
日本对中国出口中的本国增加值蕴含在中高技术制造业中且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主, 而中国对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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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价值链关联有多种测度方法, 此处使用较为简单的将指标相加的方法, 可以看出双方作为供给来源和

需求市场的增加值相互关联。
限于篇幅, 此处未将其他组合的计算过程列出。
OECD, “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Scoreboard
 

2011,” https: / / www. oecd. org / content / dam /
oecd / en / publications / reports / 2011 / 09 / oecd-science-technology-and-industry-scoreboard- 2011_ g1g191e0 / sti_ score-
board-2011-en. pdf.

李鑫茹、 蒋雪梅、 杨翠红: 《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背景下中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动态演变分析》, 《计量

经济学报》 2025 年第 1 期。
在 OECD 的划分中, “其他制造和回收” 被分类为低技术制造业, 但考虑到一些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也会

被分类到其中, 本文将其合并至 “机械及其他制造业” 进行计算。



出口中的本国增加值则有相当一部分蕴含在低技术制造业中。

表 2　 中日价值链结构情况①

(单位:%)

年份
中国对日本出口 日本对中国出口

低技术制造业 中技术制造业 高技术制造业 低技术制造业 中技术制造业 高技术制造业

2007 36. 1
 

14. 7
 

49. 1
 

3. 2
 

18. 3
 

78. 5
 

2010 33. 3
 

13. 9
 

52. 7
 

2. 9
 

20. 3
 

76. 8
 

2015 28. 0
 

12. 7
 

59. 3
 

3. 6
 

17. 5
 

78. 9
 

2020 32. 7
 

12. 3
 

55. 0
 

3. 9
 

15. 2
 

80. 9
 

2023 28. 6
 

9. 0
 

62. 4
 

3. 3
 

17. 6
 

79. 1
 

其次, 近年来, 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呈现上升的趋势, 2023 年达到

62. 4%, 而这一比例在 2007 年时还不到 50%。 结合上文可以看出: 一方面, 日本出口的整体技

术密集度较高, 中日价值链结构呈现出互补性较强的特征; 另一方面, 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蕴含的

增加值也在不断提高, 这是我国产业结构逐渐升级的结果。
最后, 在高技术制造业的细分行业, 中日出口结构也有所变化。② 在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中,

增加值比重最高的是电子和光学设备, 其次是机械及其他制造业、 化学及化学制品、 运输设备。
以 2023 年为例, 上述行业所占份额分别为电子和光学设备 ( 37. 8%)、 机械及其他制造业

(19. 4%)、 化学及化学制品 (15. 1%)、 运输设备 (6. 7%)。 在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中, 2023 年上

述行业所占份额依次是电子和光学设备 (29. 6%)、 机械及其他制造业 (25. 7%)、 化学及化学

制品 (4. 3%)、 运输设备 (2. 8%)。
 

可见, 电子和光学设备是中日贸易中增加值占比最高的行

业, 双方以产业内贸易为主。 但是, 这一比例近年来有所下降, 以往较高时双方均能达到 40%
以上, 这反映出半导体、 电子零部件等中日双边贸易的重要领域受贸易保护主义影响较大。

除制造业以外, 服务业在中日经贸合作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

和产业数字化转型, 服务贸易的边界持续拓宽, 跨境电商、 互联网金融、 网络视听、 远程医疗、
在线教育等新业态不断涌现, 动漫、 游戏、 影视等文化服务贸易以及跨境旅游、 医疗康养等领域

的合作空间也在不断扩大。 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 研发、 营销、 物流、 售后等服务环节深度嵌入

产业上下游, 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愈发关键。③

通过测算服务业在中日增加值贸易中的份额可以看出: 2007—2013 年, 中国主要通过承接

日本加工贸易嵌入价值链, 制造业增加值在中国对日本出口中的份额上升, 服务业增加值份额则

有所下降; 2014—2017 年, 服务业增加值在中国对日本出口中的份额保持在 2. 0% ~ 2. 5%的较低

水平; 2017 年以后,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明显上升, 2023 年服务业增加值在中国对日本出口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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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数据来源: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 (ADB) 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 (MRIO) 计算。 表中数据为该行业出口所

含的本国增加值在全部制造业出口所含的本国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 限于篇幅, 表中未列出全部年份。
限于篇幅, 表 2 未列出细分行业的情况。
根据 UIBE

 

GVC 数据库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界定, 其主要包括批发零售业、 维修业、 酒店餐饮业、 运输业

(陆运、 水运、 航运) 及其他支持和辅助运输活动、 旅行社业务、 邮电通信业、 金融中介、 租赁及其他商业活动

等。 参见 UIBE, “UIBE
 

GVC
 

Database”, http: / / gvcdb. uibe. edu. cn, 访问日期: 2025 年 4 月 10 日。



份额达到 10. 8%。 在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中, 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波动比较大, 但总体呈上升趋势,
2023 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为 9. 3%, 2007 年时仅为 3. 7%。 服务业增加值份额的上升主要源自生

产性服务业份额的上升, 2017—2023 年中国对日本出口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份额由 2. 3%上

升至 10. 5%, 而日本对中国出口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份额则由 3. 0
 

%上升至 9. 2%。
(三) 中日均深度融入东亚区域价值链, 中国逐渐成为区域价值链的中心

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趋势下, 中日均加大在区域内的布局, 东盟成为中日

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重要对象。 同时, 东盟国家依托地理便利性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优势, 承

接着一部分从中国转移出去的产业链。 但是, 外迁产业链的原材料、 零部件和中间品仍较为依赖

中国供应链体系, 中国国内产业链与外迁至东南亚的产业链形成自然嵌合、 相互补充的关系。①

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生产体系的完善, 包括中资、 日资在内的在东南亚投资建厂的外资企业和东

南亚本地企业可以从中国进口中间品, 经过加工生产再向世界出口, 而来自中国的这一部分中间

品, 既有可能是中国本地生产的, 也有可能是从日本等贸易对象进口在中国生产再出口的中间

品。 同时, 随着中国消费市场的扩大, 一些在东南亚等地投资建厂的外资企业可以在东南亚加工

生产面向中国市场出口, 这些出口里面既有可能包含来自中国的增加值, 也有可能包含来自日本

的增加值。 这样, 中日就通过深度融入区域价值链, 建立起更加复杂的价值链关联。
从中间品在贸易中的比重来看: 首先, 在日本对东盟的出口中, 中间品占比一直保持在较高

的水平。 2007 年以来, 中间品在日本对东盟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保持在 70%以上, 且在 2019 年以

后呈上升趋势, 2023 年达到 79. 2%, 相当于日本对东盟的出口接近八成均为中间品, 这一比例

比日本对中国出口时还要高。 其次, 中国对东盟的出口是以中间品为主, 这与中国对日本的出口

模式相比有很大不同。 2007—2023 年, 中间品在中国对东盟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整体呈上升趋势,
且在 2019 年以后这一上升趋势更加明显, 2023 年达到 75. 9%, 接近日本的水平。 这一方面说明,
中国在价值链上的位置介于日本和东盟之间, 为东盟产业链作为中国产业链的延伸提供了条件; 另

一方面也说明, 中国在价值链上的位置逐渐向日本接近。 最后, 在东盟进口的全部中间品中, 来自

中国的比例显著上升。 2007 年, 在东盟进口的全部中间品中, 来自中国的比重为 7. 6%, 来自日本

的比重为 10. 7%; 2011 年, 来自中国和日本的比重分别为 10. 0%和 9. 6%, 中国开始超过日本。 此

后, 中日差距不断拉大, 尤其是 2017 年以后, 中国所占的份额显著上升。 2023 年, 东盟 23. 5%的

进口中间品来自中国, 说明东南亚主要国家的生产和出口对中国供应链体系依存度较大。②

对于一国的出口来说, 除包含本国创造的增加值之外, 通常还包括大量来自国外的增加值

(FVA)。 以 FVAAW、 FVAAC、 FVAAJ 分别表示东盟对世界、 对中国、 对日本出口中包含的全部外

国增加值, 并以 FVAC 表示来自中国的外国增加值, FAVJ 表示来自日本的外国增加值, 则

FVAC / FVAAW 表示在东盟对世界出口所包含的全部外国增加值中, 来自中国的外国增加值所占的

比重; FAVJ / FVAAW 表示在东盟对世界出口所包含的全部外国增加值中, 来自日本的外国增加值

所占的比重; FVAC / FVAAC 和 FAVJ / FVAAC 分别表示, 在东盟对中国出口所包含的全部外国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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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唐宜红、 张鹏杨: 《提升对外迁产业供应链的可控力———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外迁问题研究》, 《开放导

报》 2022 年第 4 期。
数据来源: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Tables,” https: / / www. adb. org / what-we-
do / data / regional-input-output-tables. “东盟”

 

是指除缅甸外的东盟九国, 缅甸数据未在数据库中单独列示。



值中, 来自中国的外国增加值和来自日本的外国增加值分别所占的比重; FVAC / FVAAJ 和 FAVJ /
FVAAJ 分别表示, 在东盟对日本出口所包含的全部外国增加值中, 来自中国的外国增加值和来自

日本的外国增加值分别所占的比重。
由表 3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 在东盟对世界的出口中包含着大量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外国

增加值, 这与其从中国和日本进口中间品相呼应。 2023 年, 在东盟对世界出口所包含的全部外

国增加值中, 中国和日本合计占比达到 30. 1%, 2007 年时这一比例仅为 17. 6%。 这一方面印证

了东亚价值链的区域化属性在增强, 另一方面说明了东盟通过承接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

加工装配环节进行对外出口, 而在这些出口中隐含着中国和日本的增加值。 其次, 在东盟对中

国、 对日本的出口中也包含着大量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增加值。 这说明, 在东亚区域价值链中, 中

国、 日本和东盟是相互交织、 相互依存的状态。 2023 年, 在东盟对中国出口所包含的全部外国

增加值中, 中国和日本合计占比达到 30. 4%; 在东盟对日本出口所包含的全部外国增加值中, 中

国和日本合计占比达到 28. 6%。 最后, 从时间趋势来看, 2011 年中国在东盟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占

比开始超过日本, 此后中国的份额迅速上升。 无论是东盟对世界出口, 还是对中国、 对日本出口,
来自中国的外国增加值占比都能达到 20%以上, 说明中国与东盟的产业链联系更加紧密。

表 3　 东盟出口中 FVA 的构成①
(单位:%)

年份
东盟对世界出口 东盟对中国出口 东盟对日本出口

FVAC / FVAAW FAVJ / FVAAW FVAC / FVAAC FAVJ / FVAAC FVAC / FVAAJ FAVJ / FVAAJ

2007 7. 5
 

10. 1
 

7. 1
 

10. 1
 

7. 8
 

10. 6
 

2010 9. 5
 

9. 9
 

9. 1
 

9. 7
 

10. 7
 

10. 6
 

2015 13. 9
 

7. 0
 

13. 9
 

7. 1
 

15. 2
 

7. 4
 

2020 19. 7
 

7. 5
 

19. 7
 

7. 8
 

18. 2
 

7. 4
 

2021 21. 0
 

7. 3
 

20. 3
 

7. 5
 

19. 1
 

7. 1
 

2022 20. 0
 

5. 9
 

19. 1
 

5. 8
 

19. 7
 

5. 9
 

2023 22. 7
 

7. 4
 

23. 2
 

7. 2
 

21. 5
 

7. 1
 

　 　 与此相呼应, 中国在区域价值链中的位置变得更加重要。 中国不仅是在直接贸易中连续多年

都是日本、 韩国、 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区域增加值贸易网络中也是提供增加值和吸收增加

值的最大市场。 如图 2 所示: 2007 年, 中国和日本是区域网络的两个核心节点, 权重大致相当,
韩国次之。 到 2023 年, 中国在网络中的权重明显增强, 成为最重要的核心节点, 日本的权重相

对下降, 韩国次之。 不仅如此, 以中国为起点发出的关系 (图中的弧线), 无论是增加值的输出

还是增加值的吸收, 2023 年的权重都比 2007 年有所增强。 这说明, 中国日益成为区域价值链的

中心, 在整个区域网络中起到连接所有节点、 保障网络稳定运行的核心作用。 同时, 可以观测

到, 中日之间的关系强度在区域内网络中一直是最强的, 其次是中韩。 这也印证了中日之间保持

着高度的价值链关联, 且是东亚区域价值链中最重要的一对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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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 (ADB) 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 (MRIO) 计算。 表中 “东盟” 是指除缅甸

外的东盟九国, 缅甸数据未在数据库中单独列示。 限于篇幅, 表中未列出全部年份。



(2007 年) (2023 年)
图 2　 东亚增加值贸易网络的演变①

三、 东亚价值链重构下中日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

　 　 在全球变局和东亚价值链重构的趋势下, 中日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受到更多层面复杂因素影

响。 从经济因素来看, 中日之间价值链的高度关联和结构互补将在较长时期内支撑着两国经贸关

系不断向前发展, 区域供应链的深化和数字经济等新业态也可以为中日合作提供机遇, 但随着两

国经济实力和相对比较优势发生变化, 中日之间正由以往的产业链垂直合作向产业链主导权竞争

转变。 从非经济因素来看, 中日双边经贸关系日益受到政治因素和美国升级对华战略博弈等因素

的干扰与裹挟, 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深度和广度恐受到限制。
(一) 产业链垂直合作向产业链主导权竞争演变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比较优势的差异是驱动中日经贸合作的主要因素。 根据经典的雁阵模式

理论, 在比较优势所产生的效率差异和成本差异下, “头雁” 国家应选择在本国具有比较劣势但

在东道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投资, 从而形成各国间有梯度的产业分级, 即 “雁阵”。 其证

明就是以日本为 “领头雁”, 按照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 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加工装配环节

依次转移到亚洲四小龙、 中国沿海省份以及东盟国家。 这些经济体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

移, 逐步实现产业升级, 形成 “雁阵式” 的发展梯队。②

随着中国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和产业升级进程加快, 中日之间的相对比较优势发生变化, 以产

业链垂直合作为主的机制逐渐弱化。 从贸易来看, 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中日贸易中的占比明显下

降。 中日产业间贸易日益向产业内贸易转变, 双边贸易集中在机电、 电子及零部件等领域, 特别

是通信设备、 集成电路、 半导体器件等产品。 这与前文研究的结果相呼应, 且无论从中间品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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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 使用 Gephi 软件制作。 图中的节点表示国家, 节点面积的大小表示该国与网络内其他国之间

的增加值贸易总额, 弧的顺时针方向表示一国吸收的另一国输出的增加值, 弧的粗细表示两个节点之间的增加

值贸易额。 节点面积和弧宽度并不表示绝对值, 而表示加权值。
Kiy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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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no. 4 (2000): 375-401.



来看还是从增加值贸易来看, 中国在价值链上的位置都逐渐接近日本。 东亚地区已由日本作为

“头雁” 的 “雁阵式” 产业体系演变为以中国为主要供需价值链核心的网络式产业体系, 中国在

地区中的作用愈发凸显, 日益成为区域供应链的重要枢纽。①

比较优势差异的缩小、 产业链位置的接近、 成本驱动的弱化, 使得中日之间不再是各自占据

产业链垂直关联中的某些环节, 而是向产业链主导权竞争转变。 中日经济关系在继续夯实合作基

础的同时, 竞争性的一面日益凸显。 近年来, 中日都在加大对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的扶持力度,
积极争取产业链的自主可控和安全韧性。 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做大做强先

进制造业, 加快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② 对此, 日本则

将重点放在重新振兴半导体产业链上。 2024 年 11 月, 石破茂内阁在其出台的首个经济刺激计划

中提出: 2030 年之前, 以财政补贴、 担保贷款、 政府出资等形式, 为半导体和 AI 产业提供总额

超过 10 万亿日元的支持, 加快战略性支柱产业的技术研发, 推动尖端半导体的量化生产。③ 在

此轮产业链竞争中, 中日各有优势。 中国具有世界上门类最为齐全的工业体系、 巨大的市场潜

力、 强大的技术转化能力以及在区域贸易网络中居于核心位置的辐射力; 日本则在产业链的一些

关键环节如精密器械、 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等具有控制力, 并且这种控制力能够向产业链其他环

节溢出。 在此背景下, 中日经贸关系将会基于新的竞争优势而进行演化和重塑, 进而影响到其参

与区域价值链乃至全球价值链的模式。
(二) 区域供应链深化与数字经济新业态创造新机遇

区域供应链的深化不仅源于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属性日益凸显, 更是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

及全球供应链的持续震荡, 这就促使各国深刻认识到一个稳定的区域供应链的关键意义, 而且贸

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的抬头加速全球供应链向区域化演变。 对于中日经贸合作而言, 东亚区域

供应链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在全球供应链频繁受到冲击的现实情况下, 东亚区域供应链的紧密合

作可以成为中日两国对冲外部不确定性的重要途径。
同时, 数字经济等新业态的发展也为中日经贸合作开拓了空间。 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拓展中

日经贸合作的途径, 打破传统贸易的地域限制和渠道壁垒, 使得需求和供给更加匹配, 在扩大需

求规模的同时优化供给路径。 根据 WTO 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统计数据, 中日之间的可数字化交

付服务贸易额由 2014 年的 138. 1 亿美元增加至 2023 年的 180. 9 亿美元, 在中日服务贸易总额中

的比重 2023 年达到 54. 6%。④ 特别是在跨境电商和新零售业方面, 双方合作进展迅速。 日本经

济产业省 2024 年 9 月发布的电子商务市场调查相关报告显示, 2023 年中国消费者对日本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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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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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雯轩、 李晓华: 《新发展格局下区域间产业转移与升级的路径研究———对 “雁阵模式” 的再探讨》,
《经济学家》 2021 年第 6 期。

《政府工作报告———2025 年 3 月 5 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 https: / / www. gov. cn / yaowen / liebiao / 202503 / content_ 7013163. htm, 访问日期: 2025 年 4 月 10 日。
「国民の安心·安全と持続的な成長に向けた総合経済対策~全ての世代の現在·将来の賃金·所得を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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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最终閲覧日: 2025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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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子商务购买额达到 2. 43 万亿日元, 较上年增长 5. 6%, 是日本跨境电商最主要的消费群

体。① 中国的电商平台凭借先进的物流配送体系以及成熟的移动支付技术, 吸引大量日本商品进

入中国市场。 与此同时, 中国的优质产品也借助跨境电商渠道走向日本消费者。
随着中国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和需求不断升级, 一些日本企业积极契合中国市场的战略发展方

向与市场需求变化, 深耕中国市场。 例如, 2024 年, 在日本占据优势的半导体等制造装置的对

外出口中, 有 48. 4%面向中国市场出口。 2025 年 2 月, 日本丰田汽车宣布将在上海设立纯电动

汽车和电池研发生产基地, 利用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政策支持和市场潜力, 强化本地布局,
及时响应消费者需求。② 日本经济界认为,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指引下, 中国将迎来科技的

飞跃发展和相关市场的爆发式增长, 对零部件和材料等日本技术及产品肯定产生更多需求, 这对

于日本来说是一个机会。③ 因此, 可以看出, 依托区域供应链发展数字经济等新业态, 充分发挥中

国市场规模与需求升级的牵引力, 将成为未来中日深化合作的有效路径。
(三) 政治因素与大国博弈加剧敏感性和不确定性

聚焦到中日关系, 随着中国在中日双边关系和国际多边关系中的主导权与话语权逐渐上升,
以及日本在区域布局中 “头雁” 地位的日益弱化, 日本因战略焦虑而产生的竞争意识更加强烈。
日本政府不断出台政策措施, 试图通过产业补贴、 政策引导、 规则限制等手段, 促使企业将产业

链从中国转移、 分散, 并鼓励高端产业链回流日本国内。 同时, 美国对中国展开贸易战、 科技战

和金融战, 进行多层次的打压, 严重干扰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④ 在美日同盟的捆绑下, 一方面

是迫于美国压力, 另一方面出于日本自身希望能够强化对华制衡的考量, 日本不断深化在经济安

全领域与科技领域的对美追随和协作力度。 对于日本企业而言, 就面临着美国 “战略牵引” 的

压力, 为规避风险、 确保供应链稳定, 可能会逐步分散对华业务, 或者谋求以中国市场为中心和

以美国为中心的两条平行产业链的配置, 以免被动卷入中美博弈。 这就意味着中日两国虽然可以

在经贸领域继续推进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 但双边经贸关系日益受到政治因素的裹挟和干扰。
受此影响, 中日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有可能面临不确定性风险。 日本国内一些观点认为, 如果西

方内部建立实质性技术联盟, 日本必然加以追随, 对高精尖技术及敏感产业进行 “集中管理”, 而

只能在通用技术领域、 公开技术量产领域保持对华合作。⑤ 近年来, 日本政府更是提出一系列旨在

防止尖端技术外流的相关措施, 并不断加码, 大幅提高日本企业对华高科技合作壁垒。 日本企业虽

然有合作意愿, 但也担心合作项目会受到美国制裁或者违背日本政府的限制, 进而影响其他业务的

顺利开展。 由此, 日本企业对华高技术合作的积极性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更倾向于在中低技术含量

的制造业、 服务业领域开展中日合作, 中日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广度和深度恐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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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形势下促进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若干思考

　 　 中日两国均为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参与者。 在 “特朗普 2. 0 时代”, 中国和日本都将面临更加

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 不仅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有可能受到干扰, 一些重点产业如中国的 EV 和

通信产业、 日本的半导体和汽车产业等都会受到冲击。 日本媒体指出, 大肆宣扬 “贸易逆差恶

性论”、 使关税战争升级的特朗普政府对整个世界经济构成风险, 所谓 “去风险” 更应是去美国

风险。① 长期以来, 中日互为重要经贸伙伴, 这一定位在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更加凸显其重要意

义。 因此, 应理性辩证地看待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变化和大国战略博弈带来的外溢效应, 采取有

效措施积极拓展中日双边和多边合作渠道, 抓住东亚价值链重构带来的机遇, 抵消负面因素扰

动, 共同应对外部挑战。
为此, 中日两国应尽量突出并放大双边经贸关系中的 “合作性” 一面。 诚然, 保护主义的

抬头和地缘因素的渗透难免对中日经贸合作产生影响, 而相对比较优势的变化和中国产业升级的

加快, 也使得两国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日益接近, 竞争性的一面日益显现。 但是, 也应当看到双方

价值链结构的互补性仍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支撑着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 相互需求的高度关联

使得双方在重大外部冲击下能够相互创造回旋空间。 两国在数字经济、 低碳减排、 智能制造、 金

融保险、 医疗康养、 文化旅游、 新零售业等领域仍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因此, 两国应共同降低

地缘政治变动的破坏性影响, 利用和创设多边合作议题与平台, 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深化发

展。② 可以基于相互需求的导向, 引导双方企业进行积极对接, 特别是鼓励日本企业继续立足中

国市场, 深度融入中国国内大循环, 从而充分激发合作动力、 拓展合作空间。
同时, 继续健全完善中日间多层次合作机制, 推动区域价值链高效整合。 在制度建设方面,

RCEP 的签署和生效对推动中日加强区域经贸合作有着显著的促进效应。 然而, RCEP 考虑到不

同成员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状况, 更强调包容性, 这虽然有利于成员国均衡发展, 但规则水平也

受到一定限制, 特别是对于经贸往来关系密切的中日两国来说, 仍需要更高水准的自贸协定。 从

这一角度来说, 巩固和升级 RCEP 成果, 推进中日韩 FTA 谈判, 推动中国加入 CPTPP 进程, 在

缩小规则差异的同时加强双方关于标准制定与认证、 知识产权保护、 数据跨境流动等方面的合

作, 不仅可以使两国在更大范围内协调政策、 优化资源配置, 还有利于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
便于中日企业在区域内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在多边合作方面, 充分利用东亚区域网络不断深化的契

机, 推进中日与韩国、 东盟等打造三边、 多边合作项目, 形成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 积极引导区域

内各经济体共同构建更具韧性的区域产供链体系, 提升区域整体经济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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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wake
 

of
 

its
 

initial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ncept
 

of
 

"the
 

Chinese
 

nation",
 

proposed
 

by
 

Liang
 

Ch'i-ch'ao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aw
 

another
 

further
 

devel-
opment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development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the
 

usage
 

frequency
 

of
 

the
 

concept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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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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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
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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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finally,
 

the
 

concept
 

of
 

the
 

Chinese
 

nation
 

was
 

included
 

for
 

the
 

firs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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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Curriculum
 

Outline
 

formula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owever,
 

the
 

concept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d
 

not
 

yet
 

been
 

ultimately
 

formed
 

or
 

entrenched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s
 

some
 

researchers
 

believed,
 

albeit
 

it
 

has
 

been
 

developed
 

further.
 

Actu-
ally,

 

the
 

formation
 

or
 

entrenchment
 

of
 

the
 

concept
 

of
 

the
 

Chinese
 

nation
 

occurred
 

during
 

the
 

War
 

of
 

Re-
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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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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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th
 

Incident,
 

espec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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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uly
 

7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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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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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geo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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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major
 

power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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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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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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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echn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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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dustrial
 

changes,
 

the
 

East
 

Asian
 

value
 

chain
 

is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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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an
 

accelerated
 

pace
 

while
 

the
 

attributes
 

of
 

regionalisation
 

and
 

digitalisation
 

have
 

increased,
 

and
 

non-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geopolitics
 

and
 

pro-
tectionism

 

have
 

permeated
 

the
 

value
 

chain
 

reconstruction
 

process. As
 

East
 

Asia's
 

two
 

dominant
 

econo-
mies,

 

China
 

and
 

Japan
 

maintain
 

robust
 

economic
 

ties
 

and
 

have
 

deeply
 

intertwined
 

value
 

chain
 

linkages,
 

despite
 

periodic
 

fluctuations.
 

China 's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consumption
 

expansion
 

are
 

driving
 

its
 

transformation
 

into
 

a
 

pivotal
 

demand
 

hub,
 

while
 

the
 

bilateral
 

value
 

chain
 

structure
 

exhibits
 

the
 

strong
 

complementarity
 

with
 

distinct
 

service-oriented
 

characteristics.
 

Both
 

nations
 

are
 

embedded
 

in
 

the
 

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
 

with
 

China
 

emerging
 

as
 

its
 

central
 

node.
 

The
 

core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
pan

 

will
 

persist,
 

as
 

emerging
 

business
 

models
 

create
 

innovative
 

collaboration
 

pathways
 

through
 

regional
 

sup-
ply

 

chain
 

integration.
 

However,
 

this
 

relationship
 

remains
 

vulnerable
 

to
 

geopolitical
 

tensions
 

and
 

exogenous
 

shocks,
 

particularly
 

as
 

vertical
 

cooperation
 

evolves
 

into
 

competition
 

over
 

industrial
 

chain
 

dominance --a
 

shift
 

fraught
 

with
 

systemic
 

risks. With
 

the
 

advent
 

of
 

the
 

Trump
 

2. 0
 

Era,
 

China
 

and
 

Japan
 

are
 

facing
 

a
 

more
 

complex
 

and
 

sever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two
 

sides
 

need
 

to
 

build
 

a
 

multi-level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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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channel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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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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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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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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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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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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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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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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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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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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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evelopment. 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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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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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e,

 

ability
 

to
 

be
 

dominated,
 

and
 

publicity.
 

At
 

the
 

same
 

time,
 

holders
 

have
 

digital
 

ownership
 

of
 

NFT
 

dig-
ital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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